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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向图书馆捐赠的动机分析
李　 静　 张久珍

摘　 要　 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图书馆的捐赠活动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现象,
但学界对其捐赠动机鲜有研究。 通过梳理相关史实发现:个人捐赠动机来自“修齐治平” “仁者爱人”
“以义为利”的传统儒家思想浸润;而政府、出版机构以及外国团体的捐赠则出于行政命令驱动、品牌嵌

入与政企互动、学术共生与文明共济等多种因素。 此外各种捐赠活动也受到政策激励、图书馆主动争

取、社会名流同侪示范以及追求纪念永恒化等外部因素的调节。 表 1。 参考文献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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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促进和规范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作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

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1] 。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如何充分发挥慈善

捐赠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如何通

过传承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更好地诠

释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 这些都需要学

界展开深入的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

建设中所涌现出的大量社会捐赠案例是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典范。 然而这段历史及

其背后所隐藏的被儒家文化浸润的捐赠动因却

鲜有系统研究。 因此本文拟通过剖析这一时期

图书馆建设中不同捐赠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

动因,深化对文化捐赠行为内在规律的认识,并为

优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提

供历史观照。

1　 捐赠动机文献综述

捐赠作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重要形式,其背

后的动力机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研究主题涉及:
(1)个人捐赠动机研究。 经济学者将“经济人”假

设下的捐赠行为归结为三类理性动机:利他动机

(如因他人快乐而快乐)、声誉动机(如提升社会

形象)与外在激励动机(如税收减免) [2] 。 心理学

者认为慈善捐赠行为是亲社会或利他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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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3] 。 社会学者则视社会资本(如社会网

络、信任与规范)为影响捐赠的核心机制,指出个

体的社会资本存量越高,其捐赠意愿与水平也越

高[4] 。 而政治学者将公民社会理论视为公民慈

善意识培育的重要依据之一[5] 。 (2)企业捐赠动

机研究。 企业捐赠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基于社会

资本转换的战略投资行为。 企业通过捐赠履行

社会责任,以便从政府、社区与公众那里获取信

任、声誉等与政治关联的资源,从而最终转化为

企业绩效的提升[6] 。 同时基于策略性考虑,企业

会优先选择规模大、官方背景强的组织作为捐赠

对象,以便借助组织的“标签效应”与“声誉共享

机制”,最大化其捐赠行为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

收益[7] 。 (3)面向图书馆的捐赠动机。 研究古代

及近代图书捐赠的成果较少,目前仅见到孟庆壮

在爬梳西汉至清代的征书史实后开展的相关研

究,他指出传承和弘扬文脉的责任感、对官府的

信任感以及对自身名誉声望、物质奖励的追求感

是捐书者的三大动因[8] 。 而社会对现当代图书

馆捐赠的动机可以归纳为个体的社会价值观(文

化传承的责任感)、对名誉及奖励的诉求、对捐赠

受体的信任[9] 以及是否有良好的捐赠反馈[10] 。
综上,当前研究虽已构建起一个融合经济、

心理、政治与社会维度的捐赠动机解释体系,但
尚缺少对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向图书馆捐赠

的动机研究。 且已有成果无法准确全面地诠释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向图书馆捐赠的动机,因此有

必要立足本土化语境,用我国儒家文化中的“家

国”“仁爱”“义利”等文化基因对晚清民国时期社

会向图书馆捐赠的动机展开分析。

2　 个人捐赠动机的理论解释

晚清民国时期的个人图书捐赠行为呈现出

复杂多元的心理动机和社会逻辑,根据不同捐赠

主体可以解析出五重核心驱动力。

2. 1　 私人藏书家:“修齐治平”的家国情

怀与“富教相济”的桑梓担当
　 　 私人藏书家的捐赠深刻折射出儒家“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以及“庶矣富之,
富矣教之”的教化责任。 在国运飘摇之际,他们

将保存典籍、延续文明火种视为士人无可推卸的

历史责任,捐出私藏助力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实现

了从“为家族藏书”到“为国家护宝”的转变。 清

代著名藏书家方功惠去世后,其子方大芝先生于

1904 年将碧琳琅馆所余藏书尽数捐赠给京师大

学堂藏书楼。 他在捐书奏折中说:“愿将家藏旧

籍全数报效,藉此以开风气,而资鼓舞。” [11](17) 著

名藏书家卢靖年少时因家贫且家居湖滨频苦水

患而得书艰难,以此念及“天下之士之与吾同此

境者何限也”,遂在为官期间“倡建图书馆于天

津、保定、沈阳”。 暮年隐居津沽后,又“念国事日

棘,学术日堕,大惧人才放失,国将不国,复发闳

愿,于南开大学建筑图书馆,独力蠲金十万营

之……,馆成,又以数十年节缩所储十余万卷之群

籍,胥举而充其中,嘉惠来者!” [12] 为表彰卢靖的

嘉行善举,国民政府特授其一等奖状,南开大学也

在 1929 年特立碑建亭以示纪念。
教化乡里是私人藏书家捐书的另一重要动

机。 孔子认为“庶矣富之,富矣教之”,即在人口

繁衍、生活富裕之后,教化是完善社会治理的关

键。 因此不少地方士绅与藏书家将在家乡兴办文

教事业视为己任,力图通过捐赠或创办图书馆,实
现教化乡民、改善乡风的理想。 铁琴铜剑楼楼主

瞿启甲“窃以私家收藏,未能遍及于众”,遂捐出

私藏倡建常熟图书馆,“俾学子皆可就读,无使寒

素力薄之士抱向隅之憾��” [13] 1915 年,瞿启甲

出任常熟图书馆馆长一职,完成了从传统私人藏

书家向兼具地方行政属性与文化管理职能的公

共文化机构负责人的身份转变。 著名爱国民主人

士邵力子先生因多年在甘陕为官,“深感西北为

国防重地,文化事业,诸待提倡,图书馆之设备,尤
为重要,而天水且付阙如” [14] ,遂将 16􀆯 000 余册

私藏图书捐赠天水图书馆,该馆建特藏室“邵力

子捐书陈列室”储之。
私藏捐公不仅是图书的物理位移,更使藏书

家从私人文献收藏者转变为公共文化传播者,不
仅使珍本古籍的文化价值得以世代延续,也为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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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者带来良好社会声誉。

2. 2　 知识精英:“仁者爱人”的文化惯习

与“知识普惠”的爱国理想
　 　 “惯习” 即“可持续、可转移的性情倾向系

统” [15]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人和群体在长期实

践中内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判断。 晚清民国时

期知识精英捐赠捐建图书馆的行为选择,深刻反

映了其社会阶层与文化背景塑造的惯习特征:他
们尊崇“推己及人”“仁爱利他”的儒家道德伦理,
视推广教育、普及知识为帮助他人立身达道的重

要手段,将支持图书馆视为一种道德责任和实现

“仁爱”的途径。
国学大师梁启超少年时代读书不易的窘境

使他成年后推己及人,创办万木草堂书藏,“以省

分购之力,且以饷戚好中之贫而好学者而已。” [16]

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还与康有为等创立强学

会书藏,“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

之智识于我国民。” [17] 1925 年 10 月,梁启超出任

京师图书馆馆长后,更是为兴办和维持这所国家

图书馆付出了极大心血。 1929 年梁启超逝世后,
家人遵其遗愿,将其全部藏书捐送当时的国立北

平图书馆,包括“饮冰室藏书” 2800 多种 40􀆯 000
多册,新书 100 多种 140 多册,还有许多墨迹、未
刊稿本以及私人信札等,均为宝贵文献[11](30) 。

捐建湖南图书馆的梁焕奎、龙绂瑞、陈保彝、
谭延闿、魏肇文、黄笃恭、胡元倓、许直、陆鸿逵、梁
焕彝、刘棣蔚、俞蕃同等人深受湖湘文化浸润,在
国外留学时深刻感受到中西方国民教育的差距,
认为“改良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
遂共同为筹建湖南图书馆慷慨捐款。 并在《募捐

启》中希望聚大家之力合谋公益,“凡我同志,共
有覆巢之惧,谁无爱国之心,必表同情,成兹盛业,
岂惟湘人蒙其幸福,四千年之胄裔,四万万之同

胞,咸有赖焉。” [18]
 

著名学者楼藜然慨叹:“不以

有用之书供好学者之观摩,而据为一人一家之私

有,与《兰亭》殉葬何殊? 文字有灵,能毋痛哭?”
遂主张“欲拯斯敝,则莫如国家地方图书馆之制

之为公溥而久大也” [19] ,捐献私藏 4 万余册创办

浙江诸暨图书馆,充分体现了其利国利民的仁爱

精神。
有识之士的仁心善举深刻体现了中国知识

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和“知识普惠”的理想。 这些惯习既是历史发展

的产物,又是捐赠行为生成的动力机制,构成了理

解捐赠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2. 3　 民族资本家:“以义为利”的儒商伦

理与民族救亡的使命担当
　 　 西方学者从理性人假设角度,指出慈善是共

同利益基础上的利他主义和自我利益的集合,纯
粹利他主义动机是不存在的[20] 。 安东列奥尼的

非纯粹利他主义模型进一步解释说,人们不仅从

捐赠使他人福利得到改善中获得欣慰,更可以从

捐赠行为中直接获得快乐,即“温情效应” ( Warm-
Glow

 

Effect) [21] 。 与西方观点不同,在儒家思想浸

润下,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对图书馆的捐赠带有鲜

明的纯粹利他主义动机,这种纯粹性不仅体现在

前述知识精英的行动中,也演变为民族资本家

“以义为利”“义然后取”的儒商伦理,他们将商业

活动与民族救亡的使命紧密相连,把捐赠图书馆

等文化事业视为一种必然的社会责任担当。 近代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和张謇均秉承实业兴邦、教育

兴国的爱国情怀,分别创办了无锡大公图书馆和

南通图书馆,以“兴文化、启民智”的方式践行着

“商道即人道”的伦理追求。 而著名出版家、教育

家及实业家张元济先生以其毕生精力投入商务

印书馆的同时,始终不忘并身体力行从事图书馆

事业。 在申明创设东方图书馆的缘由中,他说:
“沪上为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 黉舍林

立,四方学子负笈而至者,无虑千万。 其有需于图

书馆者甚亟。 是虽权舆,未始不可为土壤细流之

助。” [22](11) 1927 年 1 月 21 日在致傅增湘信中,他
又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

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

责。 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

力。 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

也。” [22](53) 爱国之心、助学之愿跃然纸上。 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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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好友叶景葵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且于

新中国成立后将该馆捐赠政府,此等善举皆为

“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之儒商伦理与民族救亡

使命担当有机融合的生动实践。
 

2. 4　 普通民众:公民意识觉醒与“匹夫有

责”的民族精神
　 　 20 世纪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将“公共领

域”与“生活世界”的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公民社

会是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形成的非强制性、非
政府、非利益性的社会文化体系[23] 。 这一体系将

单个公民动员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既阻止国家

权力的过分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又在政府

功能薄弱的公共领域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帝制的瓦解和西方文化的传

入,公民社会要素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 图书馆

作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其创办与发展成为公民

社会发育的重要载体。 在政府财力有限的背景

下,普通民众通过向图书馆捐款捐书的方式积极

参与图书馆建设,这既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体

性,又满足了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迫切需求。
从国立北平图书馆到各地乡镇图书馆,从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图书馆到寂寂无名的众

多中小学校图书馆,都留下了普通民众的捐助印

记,他们通过捐赠现金、零散书籍以及文具等实

物参与文化共同体构建。 创办于 1925 年的吴兴

县双林公共图书馆是浙江湖州最早的乡镇公共

图书馆,藏书大多由各界捐赠,如蔡承镛、费县三

赠送《纲鉴合编》 《明鉴》 《清鉴》等[24] 。 1939 年,
西安回民图书馆在开幕前收到“各方所捐图书及

现款甚多” [25] 。 另据 1940 年 9 月 28 日《陕北日

报》,陕西榆林图书馆收到 18 位普通民众捐赠的

291 本图书,虽然赠书总数不多,但参与民众不少,
充分体现出民众对图书馆事业的热情支持。 1944
年,因村中识字人口占比高达 41. 8%,榆林米脂县

姜新庄村村民更是通过向外募捐和庄里人捐助,
自发在村里建成一个农民图书馆[26] 。 此外在 1949
年 6 月,北京市民高师杜先生“将其家藏的宋、明、
清版本书籍,及其他书籍一四一九册,碑帖五⚪二

册,拓片二十九页,捐赠北平市立图书馆中山公园

分馆。” [27]

不仅主动捐赠,还有民众积极为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出谋划策。 1948 年,《北平日报》的一名读

者因见本市南城一带缺图书馆,认为小学生们受

小人书影响养成好多坏毛病,恳请该报社发动

“捐书运动”,待集有相当数量图书后,再找三间

房子,成立一个“小学生图书馆”。 同时为表响应

提倡,该读者先主动捐书一本[28] 。
普通民众不仅捐书捐款还呼吁捐建图书馆,

这深刻反映着藏书共享观念已突破精英圈层,成
为新兴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捐赠使民众从

文化接受者转变为文化共建者,他们践行“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 的精神,为提升国民文化素养、
推动社会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5　 国际友人:知识援助与文化互通

国际友人基于学术合作、文化交流之需要,
也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捐赠活动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典型代表如美国来华从事图书馆事业

和教育的韦棣华女士。 她在武昌文华书院担任

英语教员期间,即以校园内名为“八角亭” 的一

间小屋为址,陈列其所能搜集到的外文报章杂志

供学生阅读,此即文华公书林的雏形。 1906 年

底她返美学习深造的同时,还四处讲演以寻求美

国各界对在中国建立图书馆的资助。 在她的努

力下,此行大约获得了 10􀆯 000 美元的捐款和大

量赠书。 此外,她联络中国 200 多位社会名流向

美国和中国的政府呼吁,还到美国游说了 200 多

名国会议员,使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所退还的

“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文化教育。 现在国家

图书馆位于北京文津街的馆舍,就是用这笔款项

建造的[29](60-63) 。

3　 机构及社会团体捐赠行为的理论逻辑

民国时期政府部门、出版机构以及外国团体

向图书馆捐赠的行为呈现出与个体捐赠不同的

组织逻辑和战略考量,其捐赠动机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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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各级政府:纵向驱动的行政履职
虽然政府财政拨款是图书馆的主要经费来

源,但不少政府机构还会通过拨交缴存品、捐赠

图书及官书档案等多种方式支持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从而达成政府履职、响应社会呼声以及塑

造地方政绩等目的。 通过爬梳民国图书馆捐赠

史,可以发现在中央层面,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

法制局、印铸局,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的教育部、外交部、内务部、工商部、交通部等都为

图书馆捐赠过书刊。 而在地方层面,各省级公署

及教育厅对图书馆的捐赠也不在少数。 表 1 列举

了 1920 年 4 月至 7 月《益世报(北京)》报道的京

师图书馆分馆获赠书刊的情况,由此可管窥民国

政府机关捐赠的概貌。

表 1　 1920 年 4—7 月京师图书馆分馆获赠政府机构捐赠图书报刊

机构名称 捐赠内容

外交部

图书 35 种 129 册,包括《康雍乾道四朝条约》《咸丰条约》《三角数理》《汽机发轫》《光学》 《外

交部法令汇编》等
图 4 种 74 张,包括《中俄外交图》35 张、《浙江沿海图》 12 张、《江苏沿海图》 6 张、《福建沿海

图》21 张

内务部 《各省区地房租调查表》

大理院 《大理院办事章程》1 册

印铸局

《法令辑览》10 册、《又续编附备考正误表》6 册、《法令全书》 95 册、《统计汇报》 11 册、《职官

任免年月表》1 册、《古物调查表》4 册、《英国财政要览》 1 册、《日本宪法疏证》 2 册、《英国地

方自治答问》1 册、《英国财政答问》1 册

盐务署 《全国盐产报告书》1 册、《中国盐政沿革史》5 册、《盐政汇览》36 册

交通部 《交通公报》第一四期 1 册、《交通月刊》第一二三月份 3 册

农商部 《经济社会》第一二月份共 2 册、《农商公报》第一二三月份 3 册

司法部 《司法公报》第一一九期 1 册、《司法公报》第一二三月份 3 册

海军部
《海军大事记》1 册、《英国海军将纳尔逊生平事迹论》1 册、《日本海军之危机》 2 册、《海军上

兵须知》2 册

直隶教育厅 《直隶教育旬刊》第三年八六期至八七期共 2 册

浙江教育厅 《浙江教育月刊》第三期 1 册

山东省公署 《山东公报》五月全

安徽教育厅 《安徽教育月刊》第二十六期 1 册

　 　 政府机构的捐赠主要以政府出版物、档案等

为主,与政府机构的职能和性质密切相关,这些

图书构成了受赠图书馆重要的馆藏资源基础,在

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常规经费的不足,对图书馆的

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 2　 出版机构:品牌嵌入与履行社会责任

的双重战略
　 　 出版机构与图书馆联系紧密,他们或出于扩

大自身影响力的客观需要,或源自履行社会责任

的主观自觉,都在图书馆捐赠事业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3. 2. 1　 品牌嵌入战略

出版机构的捐赠既有启迪民智的社会责任

驱使,也具有显著的品牌嵌入、市场拓展特征。 他

们通过支持图书馆的发展,建立起与知识界、教育

界的良好关系。 比如商务印书馆长期、系统地向

全国各地图书馆(尤其是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

馆)赠送出版的新书,数量巨大。 其创办的东方

图书馆本身就是出版机构支持图书馆建设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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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及开明书店等也都有向

图书馆赠书的惯例。 而作为回馈,图书馆也会主

动与各出版机构联系,帮助他们扩大宣传。 如

1928 年 10 月上海总商会图书馆拟续印图书目录

时,即“通函各书局继续捐新书,俾编入新书目

录……盖既可赞助有益于人群之图书馆,又可为

各书之广告,诚一举而两得云。” [30] 此外,重庆四

维印刷社经理张德新主动提出为蟾秋图书馆捐

印书本式藏书目录,更是出版机构借助公益捐赠

实施品牌嵌入的典型个案。 合作方式为:由蟾秋

图书馆提供新闻纸物料,张德新先行印制 100 册

小说目录,一部分庋藏馆中供公众轮流借阅,同

时面向有购置需求的读者定价售卖;在无偿捐印

的小说目录出版之后,该社再进一步承接图书馆

其他各类图书的印刷业务[31] 。 此例充分说明出

版机构在捐助图书馆时,既有造福民众的公心善

念,也有借公益行为深度嵌入图书馆公共文化场

域、提升品牌影响力,进而拓展印刷业务以获取

商业利润的利益考量。

3. 2. 2　 响应政府号召,履行社会责任

出版社捐赠图书也有响应政府号召、承担社

会责任的考量。 1936 年,中华书局向浙江省立图

书馆捐赠《四部备要》第七次书 214 本[32] 。 同年

9 月,为支持山东烟台儿童图书馆的筹建,上海商

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捐赠该馆儿童读品若干,运

到烟台后,“暂存徐望之委员处,俟该馆成立时,

即行移交陈列。” [33] 1940 年,为回应罗马尼亚国

政府希望获赠中国历史专书的恳请,教育部饬令

中华书局向该国赠送《二十四史》 1 部,商务印书

馆赠送《史通》1 部[34] 。 1946 年,重庆中华书局向

广东中山图书馆捐赠 140 余种图书,包括《富国

论》《中国社会经济史》 《历代史表》 《铁道年鉴》

等[35] 。 1948 年 6 月中正图书馆建成,国民党南京

市党部联合青年运动委员会向南京市出版界征

集书刊,世界书局和正中书局捐赠书籍多册以资

倡导[36] 。 出版机构通过支持公共文化事业获取

政府信任、民众好评,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有利

条件。

3. 3　 外国团体:学术共生及文明共济的双

重考量
3. 3. 1　 学术共生:科学共同体构建

国际学术组织的捐赠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理

念和知识共享逻辑。 抗战爆发后,因经费支绌及

外汇暴涨,以庋藏中西科学书籍为特色的中国科

学社明复图书馆购置西文文献日益艰难,遂向欧

美各学术团体发函请求捐赠。 1937—1939 年,虽
然应允捐赠者占比呈逐年递减趋势 ( 依次为

64%、33%、25%),“但国际募捐仍为图书馆节省

了 2 万元的开销”,同时该馆利用中国科学社出

版的生物论文与编辑部出版的《科学》杂志进行

的国际交换,也得到广泛响应[37] 。 这种旨在建立

跨国科学共同体的捐赠模式,是英国哲学家迈克

尔·波兰尼首倡的“科学共同体”理念和莫顿学

派科学公有主义思想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早期

体现。 共同体模式主张“科学本质上是一项社会

性的事业,它的特征是通过科学家群体而不是通

过科学家个人表现和阐发出来的。” [38] 而莫顿学

派将科学家描绘成绅士形象,并从共同职业的行

业文化研究中提出,科学家们在进行研究时会遵

守普遍主义、公有性以及无私利性等一系列规范,
以确保科学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并促进科学

知识的积累和传播[39] 。
3. 3. 2　 文明共济:以和平之义共情中国图书馆损

毁之难

　 　 在 1932 年上海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炸毁及至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外对我国的图书捐赠

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1907 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

平会议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 (《海牙第

四公约》附件) [40] ,初步形成了战时文化财产保

护的国际规范与道义约束,国际社会普遍将此类

破坏视为对文明的共同伤害。 然而日本侵略者罔

顾相关国际惯例,于 1932 年悍然轰炸上海东方图

书馆,致使该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化财产归于灰

烬。 因对“东方图书馆深表同情” [41] ,同时为增

加文化沟通及国际友谊之需要,法国和德国社会

团体相继为东方图书馆的重建捐赠大批图书。 而

1937 年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全面爆发,更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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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同情和

支持。 在中国国际图书馆( 1933 年由李石曾、胡
天石创办于瑞士日内瓦,1934 年设分馆于在上

海)的呼吁与协调下,瑞士图书馆协会议决将瑞

士各图书馆复本捐赠中国,并向全瑞图书馆去函

征集。 国际劳工局图书馆将该局复本捐寄香港

中华图书馆协会,此外,英国及瑞士各书局图书

馆所捐赠的文学、科学、英文书籍数箱也由该馆

转运至我国[42] 。

4　 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捐赠行为的发生既有内在动机的驱使,也离

不开外部环境的助推。 体系化的政策激励、图书

馆主动征募、社会名流同侪示范及对纪念永恒化

的追求共同为捐赠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生态。

4. 1　 政策激励

晚清朝廷对捐资助学有请奖匾额、授予官职

及顶戴等鼓励措施。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多次颁

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以激励社会捐赠之热情,
并纾解财政之困。 在赞助图书馆方面,北洋政府

教育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华民国大学院也从

政策层面为社会捐资及捐助图书馆建立起了一

套激励措施。 1915 年 10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先

后颁布的《通俗图书馆章程》和《图书馆规程》都

规定,私人以资财设立或捐助图书馆者,“由地方

长官依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咨陈教育部核明给

奖。” [43](63-65) 1927 年 12 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图书

馆条例》第十四条再次规定:“私人以资财设立或

捐助图书馆者得由主管机关呈报大学院核明给

奖。” [44] 1930 年 5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图书馆规

程》第十三条继续沿袭了该奖励条款[45] 。 以上政

策条款连同各图书馆公开致谢、颁发奖章奖状、镌
名纪念、悬挂照相以及专室专架命名等奖励措施

共同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具体的捐赠

奖励体系,为捐赠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同时,各种奖励措施也使捐赠行为转化为符号化

的社会资本,既提升了捐赠者的社会声誉,也形成

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营造了浓郁的捐赠风气。

4. 2　 图书馆主动争取捐赠
除了社会各界的主动捐赠外,图书馆通过电

函(书信、公函)、外派募捐队以及举办文艺活动

等多种方式积极征募,也极大地促进了民国时期

的图书捐赠。 如 1933 年 2 月,河南河朔图书馆由

当地人士及河南省党政军学商各界领袖等百余

人发起并成立筹备委员会后,专设征书委员会向

中央各部院、各委员会及国内各学术团体函征出

版物,又有募捐委员会常委胡毓威、杨一峰等致函

各处友好广为征集。 在各界踊跃捐助下共收到捐

款及利息共计 46􀆯 000 余元[46] ,其中河南省主席

刘经扶更是慨捐巨款以示倡导[47] 。 而成立于

1947 年的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为募集图书,专门

油印 1000 多份空白募捐册,并发起“敲门运动”,
终获得师生捐赠 1000 多册图书[48] 。

4. 3　 社会名流同侪示范

同侪及名流示范在营造整个社会的捐赠氛

围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浙江瑞安孙氏玉海楼

始建于 1888 年,历孙衣言、孙诒让及孙延钊祖孙三

代。 在得到曾国藩、钱泰吉、林昌彝、姚复庄、陈用

光、何绍基以及梁启超等诸多师友投赠后,孙氏不

仅在玉海楼《晒书目录·集部》及《经微室书目·
集部》专列“师友投赠”一门感谢,到孙衣言时期还

开放玉海楼供众阅读,这一举措使不少名流学者

获益良多。 同时在家族遗风、同人好友的示范下,
其孙孙延钊在 1915 年瑞安县公立图书馆成立时,
捐赠先世旧弆 3600 册;1947 年,他又择玉海楼藏

书之部分精华捐赠给浙江大学文学院[49] 。

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创建的相伯图书馆也

离不开社会名流的捐赠示范及积极影响。 1939
年,马相伯先生病逝后,复旦大学校董会、复旦同

学会发起组织马相伯先生纪念委员会,拟募款在

北碚复旦大学内建造“相伯图书馆” 以示纪念。
在该纪念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向执政当局、社会各

界、各地校友会及校友发函促动下,先后得到蔡元

培等 100 多位社会名流和校友的回应。 至 1940
年 6 月,仅半年时间就基本达成募款 20 万元的目

标[50] ,充分彰显了社会名流的示范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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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纪念永恒化与自我延续
主动或被动追求精神上的虽死犹生也为营

造社会捐赠氛围助力良多,心理学视角下的“象

征性永生” ( Symbolic
 

Immortality) 理论为纪念性

捐赠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

分析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奥托·兰克指出,人类希

望在死后被铭记以达到某种象征层面的永

生[51](149) 。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贝克尔

进一步指出,人类繁衍后代、著书立说以及开展

利他服务等行为都是由对死亡的无意识关注和

防御所驱动,人们希望通过留存在世的印记实现

象征意义的不朽,即“象征性永生” [51](357) 。 中国

传统儒家学说也认为,通过上层的精神性延续,
“以生命的有限进至道德的无限”,仁爱天下苍

生,人就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实现精神上的永

生[52] 。 1916 年为纪念蔡锷将军创办的北京松坡

图书馆、1927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筹建的广州

市立中山图书馆、1927 年南开大学为感念卢靖捐

赠而命名的木斋图书馆、1931 年经蔡元培先生提

议为纪念中国首位数学博士明复先生而更名的

上海明复图书馆,乃至 1947 年北京大学学生为纪

念蔡元培先生建立起来的孑民图书室均属此类,
它们具有典型的纪念意义。 这种名义留存行为

不仅是对个人的永续纪念,也体现了对文化文明

的传承和弘扬,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超越

生命限度的深层心理需求,在捐赠者、被纪念者

以及图书馆(社会)三者之间建立起了永恒联结。

结语

综上,可以将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向图书

馆捐赠的行为置于“宏观—中观—微观” 的多层

次框架中理解:在宏观层面,社会转型与民族危

机构成历史背景。 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

型过程中,捐赠成为启迪民智与普及社会教育的

重要途径,而在战火频发的社会环境中,捐赠更

被赋予文化保存的救亡意义。 在中观层面,政府

部门、出版机构以及国外团体的捐赠遵循各自领

域的制度逻辑:政府注重行政履职,书商侧重市

场理性,国外团体则有科学共建和文明共济的双

重考量。 在微观层面,儒家“仁爱”思想、“家国”
情怀与“以义驭财、造福桑梓”的财富观等多重因

素驱动个体行为选择。 私人藏书家、知识精英、民
族资本家、普通民众的捐赠动机既根植于深厚的

文化传统,又受到现实需要与情感认同的交织影

响。 他们的行为选择不仅彰显了捐赠者个体的道

德境界与文化自觉,更成为实现文化传承、民族振

兴的重要载体。
总之,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向图书馆捐赠

既有个体理性选择、也有组织战略行为,更是历史

情境建构的产物。 捐赠者的动机虽各有侧重,但
共同汇聚成一股推动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强

大力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着眼当下,成功的捐赠文化培育不仅需要从制度

层面优化政策激励的整体环境,还需要在组织层

面构建和完善行业协作的广泛网络,同时更要从

个体层面激活基于爱国情怀和文化传承使命赋

予的内在动机。 唯有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密切联动

与相互促进,才能形成一种全面、持续且富有生命

力的捐赠文化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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